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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30年多前中国学界开始将“民国史”作为一个学科着手研究时，官定的研究对象是民国

统治阶级的历史，意在避免与同一时期的“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交叉或重叠。近十数年来，“民国史”

逐渐扩展为“民国时期的历史”。无论在朝与在野，无论“革命”与“反革命”，亦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等各个方面，只要发生于 1912 －1949年间，均被纳入“民国史”的研究范畴。与此同时，“中国革命史”

和“中共党史”仍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并归属于法学而非历史学。这样一来，1949 年以前之“革命

史”与“中共党史”的研究，隐然划分为两大学派:一派是“民国史”视野下的“革命史”与“中共党史”;一

派是“革命史”视野下的“革命史”与“中共党史”。两派之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或略有差异。较之后者，

前者尽量将“革命”放回到 20世纪上半期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将革命的主

体、客体以及局外各方放置于同一历史场域中探讨，以再现其复杂多元而又关联互动的历史本相。至于

革命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理念、革命话语、革命逻辑等，不直接移用为革命史研究的结论和指导

思想，而是作为革命史研究的对象而予以考察。本期所发表的两篇论文大体属于前者。 (王奇生)

先党后军:中共早期与“枪杆子”关系考论

任 伟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中共早期因师法苏俄和接受苏俄“先党后军”的指示，未能积极注意军事，待北伐推

进，国民党武装坐大，中共方感受到危机，开始关注“枪杆子”问题，并试图有所补救。但在国共合

作的局面下，中共始终未能组建自己的党军。零星而边缘化的军事尝试并不成功。然而，在此过

程中形成的有关军事武力的认知与构想并非没有意义。从短期看，中共因忽视军事而遭致的打击

几乎是致命的;但从革命长程观察，中共注重组织、宣传和群众运动却具有全局性和长远的意义。

后来被誉为“三大法宝”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中，至少有两大法宝是在陈独秀

时期奠定的。若以 1927 年为视点，苏俄的“先党后军”路径显然是中共早期革命顿挫的要因;若以

1949 年为视点，则苏俄的“先党后军”路径又似乎是中共革命最终成功的不二之途。

关键词:共产国际; 国共合作; 枪杆子; 兵士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紧急召开“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提醒中央“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
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 此后这一表述被精简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并广为流
传。按现行教科书的看法，“八七会议”后，中共始组建军队，转入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逐
步取得最后胜利。统观中共 1927 年之后的革命道路，应该说这一描述大体成立。值得探讨的
是，中共自创建至北伐前，何以不注重“枪杆子”? 进而言之，中共早期革命究竟有着怎样的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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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北京:中共党史资料
出版社，1986年，第 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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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谋划与早期疏远“枪杆子”又有何关联? 其次，中共起初介入军事的方式主要是“兵运”，力
图直接将“反动士兵”转化为“革命将士”，所运用的手法与工农群众运动相似。此种军事发展方
式是中共自觉的追求，还是另有他因? 其得失何在? 既有的研究，多简单指责大革命时期中央不

注重军事，而对此种“异常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影响缺乏深入分析。本文即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
解答。

一、苏俄经验的输出与国共的迎拒

1921年 7月，中共纲领第一条就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
权”①;1922年 6月，第一次发布对时局的主张，又明确提出要用战争的办法打倒军阀。② 此后，中
共的诸种文告中，“打倒”、“铲除”等词语处处可见。然而在北伐之前，中共极重宣传与组织工
作，相对忽视军事武力。若寻根探源，此种看似“重文轻武”的革命模式与苏俄极有关联。在介入
中国事务初期，苏俄不仅不主张中共开展武装斗争，也极力劝国民党不要急于发展军事。1923 年
1月，苏俄确定支持国民党的战略后，即对国民党的革命路径有所建议，提醒孙中山不要过于注
重军事而忽视党的组织建设，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地方军阀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

国性的政党上。③ 同年 5月，马林发表的一篇文章大致代表了莫斯科的意见。马林观察到北方吴
佩孚的力量强劲，却并不主张直接以军事手段将其打倒，而是强调先组建一个全国的革命政党。
他声言，“我们只用武力一种方法，我们决计不能打倒吴佩孚的武力专制”，若没有一个强固的党，
则不可能有“强固的武力”，有了党，才能造就“信奉主义的武力”。④ 同年 8 月，孙中山派遣蒋介
石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俄，请求苏俄按红军的样式帮助国民党组建新军。但苏俄对此反应冷淡。
苏俄方面再次规劝国民党应集中全力于政治工作，不要急于发展军事，并举俄国革命的例子，称

“俄国革命的完成不仅是十月起义的结果，而且是通过俄国共产党长期坚持不懈的工作做了准备
的”⑤;强调“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不好的师团”，“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
有更大的意义”;建议国民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
度”;甚至声言，“只要孙逸仙只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里，就
会同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别无二致”。⑥ 对苏俄的劝告，孙中山并未全然接受。他虽然借
鉴俄共模式于 1924年改组了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并开始致力于扶助农工，但其革命重心仍在军
事武力上。据伊罗生的观察，“孙中山直到临死的时候，从来没有真正吸取群众运动的思想。他
接受它，但并不真正热心。1923年时，他对发展群众运动是冷淡的，只关心军事问题。”⑦不仅如
此，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的工作重心始终是围绕军事武力展开的，如何得到苏俄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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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 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1982年，第 5页。
《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 6月 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册，第 25页。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3号记录》(1923年 3月 8日)、《维经斯基给萨法罗夫的电报》(1923 年 3 月 27 日)，《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 226、238页。
马林:《吴佩孚与国民党》(1923年 5月 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 161页。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
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1925)，第 309页。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访托洛茨基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2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
革命运动》(1920 －1925)，第 339页。
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 －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1997年，第 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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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和物质援助是国民党联俄的重要考量。
应该说，采取“先党后军”的革命路径，是苏俄对国共两党的一致期许。然而与“苏俄之

友”国民党不同的是，对身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来说，莫斯科的指示必须绝对服从。依据共
产国际的章程，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

动的领袖和组织者，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严格服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
指示和指令，即使不同意，也要无条件执行，绝不允许推诿;共产国际有权修改和取消各国共产

党全国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有权派遣全权代表指导、监督和审查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还
有关键的一条虽然不见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却实际存在:共产国际掌控着各国共产党的最高人

事任免权。共产国际实为高踞各国共产党中央之上的“太上党部”。俄共则是各国共产党的
“太上皇”。据很多中共党人的回忆，中共党内一直对共产国际很迷信，对俄国革命经验很信
仰，几乎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对早期中共党人而言，共产国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① 正因
如此，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对来自莫斯科的“先党后军”的既定路线，中共党内几无异议。不仅
如此，中共还一度规劝国民党接受苏俄的建议。如 1923 年 6 月，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
山、毛泽东等中共委员联名致函孙中山，劝说其停止军事活动，致力于国民运动，认为“用旧方
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
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所谓新方法，也就是先训练民众，再从中建立军队。② 国共正式合
作后，陈独秀更公开建言国民党: “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
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③不难看出，此一时期，整个中共领导层都自觉地接
纳苏俄革命经验，先建设好革命党，组织动员民众，等条件成熟时，再创建革命武力，最终通过

武力夺取政权。这意味着中共早期看似“重文轻武”的“非武装革命”，其实并非否定武装革命
的必要性，只是依苏俄设计的“先党后军”路径，1927 年以前尚处于革命的第一阶段，即侧重党
的建设和群众运动阶段。
这样一种“先党后军”的路径，其理想图景是先发动、教化民众再建造武力。中共在大革

命时期以群众运动为重心，即是这一路径的实践，且这一实践在起始阶段也确有立竿见影之

效。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似乎证明“先党后军”路径的可行性。然而，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
中共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国民党的武力和政权为后盾的。广东与两湖农
运的兴盛轨迹与北伐军事进程相一致。而一旦国共分家，军队反戈相向，之前那些动员、组织、
宣传等行之有效的政治策略，便不再那么灵验。1927 年 7 月以后，国民党军队全面反共，中共
处于空前的弱势，农民运动便难以发动。夏明翰就观察到，恐惧失败后大祸临头的心理充满了
农民的脑筋，中共所到之处，农民并未起来，其踊跃程度“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大多数农民甚
恐慌，不敢行动”。④ 北伐时期中共鼓动农民得心应手，但同样的党，同样的革命口号及策略，
一旦没有武力的保障，运动效果便大打折扣。秋收起义失败后，彭公达曾一语中的地总结道:
“军事势力一消失，农民政治上影响简直没有，党的组织亦随之消灭了。”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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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奇生:《陈独秀:一位悲情的革命家》，《新京报》2013 年 8 月 17 日。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和毛泽东同志致孙中山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
－ 1925)，第 495 页。
陈独秀:《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1924 年 10 月 1 日)，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 3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0 年，第 372 页。
《任弼时报告》(1927 年 9 月 27 日)，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年，第 81 页。
《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 年 10 月 8 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
革命博物馆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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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见之明观之，“先党后军”的革命路径，无疑过于理想主义。中共也为此付出了惨重
代价。不过，国民党从黄埔建军，到北伐壮大，一路都是军事当先，结果形成“孤横的武力”，武
人持枪自重，最终形成“枪指挥党”的局面，其后续的负面影响似更显著。而中共先致力于党
的组织建设，且从基层民众入手，数年之后才转向“枪杆子运动”，革命就不会轻易被武人挟
制，其韧性逐渐凸显。中共后来始终能做到“党指挥枪”，正是因为党组织已经足够严密有力，
可以通过“政工”、“党工”和“支部建在连上”等机制得以控制住武人而不为武力反噬。反观
国民党，因为武力先行，党力不足，结果造成新的军阀割据与纷争。所以，中共前期疏远“枪杆
子”、注重组织宣传，虽然导致了 1927 年的革命失败，但从长远来看，并非没有积极意义。

二、苏俄的利益考量与国共军事失衡

苏俄虽然从革命路径上建议国民党“先党后军”，而在大力援助国民党的过程中，实际助
长了国民党的军队建设。中共早期的活动经费固然全部仰赖苏俄的卢布，但相对苏俄对国民
党的巨额物质援助，实不可同日而语。1923 年 1 月，孙中山向俄国要求 200 万墨西哥元的援
助(基本等于同样金额的卢布)，这笔钱后来主要被用于建立黄埔军校及其它军事用途。①此款
仅是苏俄援助国民党的一笔。据统计，1924 年至 1927 年 6 月，苏俄对国民党的经济援助总额
高达 1 400 万卢布，而 1923 年 6 月至 1927 年 7 月间，莫斯科对中共的经济援助总共才 26 万卢
布左右。②

苏俄给予国民党大量援助，中共及共产国际方面也有不满。1923 年苏俄对国民党 200 万
墨西哥元的援助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表示反对，认为孙中山的军事行动毫无意义，空耗钱

财而已，建议将部分款项用于资助共产党人搞宣传。③ 中共更是强烈反对援助国民党，1924 年
10 月，中共中央给鲍罗廷去信，就极力贬斥黄埔军校，指出军校中右倾势力大，政治工作难开
展，并断言“俄国的血汗”，“花在这种学校上(指黄埔军校)”，“很不值得”。④ 与此同时，陈独
秀还给共产国际东方部写信，坚决反对苏俄支持国民党的军事行动。⑤ 稍前，张国焘也给维经
斯基写信表示，“在国民党领袖们还没有放弃其陈旧观点和老一套的行动方式的时候”，苏维
埃俄国却去支持他们搞军事武装，“是很不明智的”。⑥ 然而，中共的抗议并未起到什么作用，
此后苏俄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有增无减，甚至达到空前的地步。
例如 1925 年 5 月，俄共政治局决定在广州为国民党组建部队，即一次性派遣 200 人的教

官团，拨款约 50 万卢布，另提供 2 万支步枪、100 挺配备子弹的机枪、一定数量的掷炮弹和手
榴弹。⑦ 同年 9 月 30 日，俄共通过给黄埔军队援助 398． 8 万卢布，给冯玉祥的军队援助 34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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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3 号记录》(1923 年 3 月 8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
1925)，第 225 页。
朱洪:《大革命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经济援助之比较》，《党的文献》2007 年第 2 期，第 52 页。
《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 年 7 月 18 日)、《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 年 7 月 20 日)，《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 － 1925)，第 420 － 425 页。
《中共中央给鲍罗廷的信》(1924 年 10 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 1925)，第 537 页。
《陈独秀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1924 年 10 月 10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 1925)，第
539 页。
《张国焘给维经斯基、穆辛的信》(1923 年 11 月 16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 －
1925)，第 505 页。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62 号记录》(1925 年 5 月 7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
1925)，第 6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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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卢布，此外，还提供 25 架飞机和毒气弹等，分别配给冯玉祥、岳维峻和国民党的军队。①

据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1923 年中共从苏俄接受的援助约为 1． 5 万元，1925 年前后，当
苏俄花费上百万卢布援助国民党时，它给中共的经费每月仅 2 250 元，即便这点小钱，还时有
拖欠。中共碍于经费不足，不要说发展军事，有时连宣传工作都受到牵制。1924 年 12 月，维
经斯基给加拉罕写信，请求从给国民党的援助款中拨划出一部分用来支持中共搞宣传。②

据俄共政治局的指令及其它文件分析，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从 1925 年起，苏联领导人越来
越倾向于认为中国革命的决定因素是军事力量，而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
群众运动则只能起辅助作用。③ 所以，从 1925 年起，苏俄在中国进行了巨量的军事投资。问
题是，为何苏俄把主要钱财都投给了国民党而没有投给自己在中国的“嫡系”力量?
这里主要涉及了苏俄国家利益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矛盾。④ 在理论上，中共与苏

俄同属无产阶级革命阵营，应该是援助的最大受惠者。但事实上，苏俄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
量，首先援助的是那些能保证其远东利益的政治军事集团。在 1920 年代的中国，国民党无疑
是最具历史和实力的革命团体。成立不久的中共不过是苏俄介入中国的一个小工具。对此，
孙中山在“联俄”之始就看得很清楚。孙认识到，俄之所以愿与之合作，乃在于他有所凭藉:
“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
矣，亦奚能为? 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⑤孙中山还说:中共
青年“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
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遇［愚］，且窥破彼等伎俩，于
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且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孙还
称:“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⑥1924 年 6 月，国民党元老谢持、
张继与鲍罗廷谈话时亦直言:“中国共产党，原无足轻重，因其不过第三国际之差遣，第三国际
为苏俄所创，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俄国认

中国共产党为俄国之子，中国国民党或可为俄国之友。”⑦虽然鲍罗廷断然否定“子”与“友”的
论说，但就早期国共与苏俄的关系而言，这一比喻可谓贴切。作为“苏俄之子”的中共对苏俄
只能言听计从，而作为“苏俄之友”的国民党则可与苏俄讨价还价。1928 年，中共六大召开前，
瞿秋白整理《中国同志向布哈林同志提出的十八个要求解答的问题》，就有中共代表质问苏
俄:“为什么共产国际当时大力帮助国民党军阀武装起来，却不帮助共产党武装工农，以至国
民党最后得以用苏联无产阶级的子弹枪杀中国工农，而共产党人却不能利用这些武器来推翻

国民党军阀?”⑧可以说，这一尖锐的质问，既揭示了中共在苏俄眼中的地位，也揭示了中共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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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温施利赫特和博尔特诺夫斯基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1925 年 9 月 30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
动》(1920 － 1925)，第 696 页。
《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4 年 12 月 7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 1925)，第 558 页。
《冯玉祥政变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新重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 1925)，第
546 页。
苏俄利用共产国际组织谋求本民族国家的利益，一度在共产国际内部也产生过争论，参见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的信》(1923 年 6 月 20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 － 1925)，第 484 页。
孙中山:《致蒋中正函》(1922 年 11 月 21 日)，《孙中山全集》第 6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616 页。
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 年 11 月 29 日)，《孙中山全集》第 8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458 页。
《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 年 6 月 25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 －
1925)，第 579 页。
《中国同志向布哈林同志提出的十八个要求解答的问题》(1928 年 6 月)，转引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太原:山
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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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彰的要因。
需要指出的是，苏俄虽然基于自身的利益首先武装国民党，但对中共的军事也不是全然不

顾，尤其是随着北伐推进，中共及苏俄均感受到了国民党武力的威胁。由此，苏俄开始有意识地
帮助中共加强在军事上的影响力，包括指示中共向军队中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宣传影响士兵、笼
络权势武人等，甚至还帮助中共训练军事人员。虽然有此努力，但相较于国民党掌控的武力，中
共的军事活动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国共一旦由合作转为对峙，中共在军事上根本无力与国民
党抗争。这也由此给人留下了大革命时期中共不注重军事的印象。

三、中共的军事应对举措

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汲汲于军事和政权建设，全力争取苏俄的援助;中共专注于组织宣传

和群众运动。因重心不同，结果形成了国共两党分别驾驭着“军队”与“工农运动”的局面。随着
北伐胜利推进，两党所控制的“军队”与“工农运动”都有爆发式的增长。可以说，到分裂前夕，他
们各自的能量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国共“携手共进”的同时，彼此间的疑忌也在潜滋暗长。国民党嫌工农运动“过火”，恐惧中

共“尾大不掉”;而在中共看来，虽然工农运动如火如荼，但国民党迅速崛起的军事武力，也让中共
党人时时感受到压力。在国共由合作走向分裂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国民党军队转向压制工农运
动;另一方面则是中共通过“兵士运动”、“与将领办外交”等手段试图“驯化笼络”武人。就两党
分裂后的情形看，无疑是国民党的军队压制住了工农运动，而中共则未能拉拢到多少国民党将

士。失败的结局，导致陈独秀时代被长期诟病为不注重军事。其实，大革命期间，中共亦有过一
些军事应对举措，只是方式较“隐蔽”，行事较“克制”，成效更不彰，故而甚少为后来史家所关注。
中共最早是以“兵士运动”的方式介入军事。所谓“兵士运动”就是鼓动敌方士兵与官长对

抗，诱导他们脱离原有队伍，投身革命，类似于策反。早在 1922 年 8 月，维经斯基就指示中共，应
趁着全国开展反督军的形势，伺机在北洋军队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① 但这一指示并未被中共
重视。国共合作以后，尤其是随着黄埔军校的建立，中共关于兵士运动的指示明显增多。1924 年
5月，中共中央要求向北方军阀的队伍进行渗透，“最先便要注意军官学校”②。1925年6月，黄埔
军校东征期间，周恩来曾组建起一支特别宣传队，成员主要是滇、桂叛军中的伤员，共 30 多人，共
产党员李之龙任队长，专做对滇、桂军的宣传工作。③ 7月间，周恩来在省港罢工第六次代表大会
上做政治报告，明言“工人不仅要努力工人运动，而且要努力跑入军队里去做军士运动”④。稍
后，中共中央强调在工农运动中要特别注意乡村教师，实际上也包含着军事上的考虑，因为乡村

教师可以输入革命思想于青年农民中间，而此等青年又容易输入军队，“所以亦便是我们军队运
动之途径”⑤。1926年 7月，中央更是明确要求党员渗入反动军队，“利用军队中日常事故，口头
的或文字的宣传兵士群众”⑥。
此种先打入敌军内部，再暗中宣传、组织、策动的做法，与工农运动的手段颇有相似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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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1922年 8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1925)，第 119页。
《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1924年 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册，第 200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 79页。
《周恩来年谱》，第 80页。
《乡村教师运动决议案》(1925年 12月 2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册，第 458页。
《军事运动议决案》(1926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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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兵士运动多暗中进行，工农运动多公开进行。“兵士运动”的成就和影响更不如“工农运
动”。究其原因或许有二。其一，相较于散漫的工农大众，军队组织严密，防范森严，不太容易
被渗透。1923 年底，国共合作已提上日程，中共在广东日渐活跃，开始印发一些具有鼓动性的
小册子，但那些小册子极难散发到军队。① 1926 年，加拉罕回顾在广州做军事工作时的情形，
就曾慨叹那段时光之艰难，称“那里有孙，有党，但不让我们到任何一个部队中去。当时我们
为了争取让我们下军队，整整一年都碰钉子”。② 彼时国民党军队尚是中共的“友军”，所遇阻
力都如此之大，可以想见，若要到其他军阀部队中开展工作无疑更难。其二，在敌人军营中闹
革命的风险远大于在革命区里搞工农运动，党员同志不很积极，有很多人因为“怕死”而不太
情愿到白军中做“兵士运动”。1926 年 6 月，维经斯基就观察到，“尽管我们去年和现在从莫斯
科发出种种指示，但我们的同志在军阀部队中的工作很少取得成功。他们不大相信这项工作
会取得成功。传单印了也发了，但我要说这几乎是被迫进行的。”③

除了在北洋部队进行兵士运动外，中共还通过政工制度、政治教育及其它隐蔽方式协助或
“运动”国民党军队。1924 年 6 月黄埔军校创立，第一期招生近 600 人中，中共党团员有 60 人
左右;④11 月，周恩来就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此后，第一期毕业的共产党员曹渊、蒋先云、许继
慎、张际春等分别担任军校教导团下属各连的党代表。⑤ 军校的政治教育基本被中共掌控。
与此同时，军队中的党代表职位，也大都被共产党员占据。1925 年 9 月，黄埔党军改编为国民
革命第一军，周恩来为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第一军 3 个师的党代表中，2 人是共产党员，9 个
团的党代表中，7 人是共产党员。其它如第二军、第四军中的党代表职位也多被中共占据。⑥

苏俄顾问曾直言:“中国共产党实际上领导了当时军队里的全部政治工作”，“国民革命军的一
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⑦

从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看，中共的政治工作颇著成效。在东征、北伐等一系列战役中，政
治工作人员在宣传民众、鼓励士兵、阐发革命经义上都有出色表现。国民革命军焕然一新的气
象与中共优异的政治工作不无关系。但中共在军队中的工作除帮助国民党军提高作战能力
外，还有一重要任务就是在军队中建立秘密支部，教化士兵，拉拢将领，使之“左倾”。1925 年
8 月，苏俄专门指示中共的军事工作，称军事工作分为对内与对外，对外是打入北洋军队，瓦解
敌对力量;对内是渗透到国民党军队，暗中占据关键位置。苏俄明确要求:“军事部的领导人
一定成为相应的国民党军事部的首脑”，要“小心谨慎地但又坚定不移地争取使实际领导权一
定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使党的委员会成为整个军事工作的实际领导者”。同时还要在国
民党基层军事单位建立党支部，秘密进行工作，加强在军队中的影响。⑧ 其后，莫斯科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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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式的札记》(1923年12月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1925)，第368页。
《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 年 2 月 11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6 － 1927)(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年，第 74 页。
《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信》(1926 年 6 月 11 日)，《联共(布)、共
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 － 1927)(上)，第 303 页。
《周恩来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115 － 116 页。
《周恩来年谱》，第 71 页。
关于中共在黄埔军校中的军事活动可参阅刘育钢:《从黄埔军校看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中共党史研
究》2009 年第 5 期，第 60 － 67 页。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388 － 389 页;《古比雪夫和拉兹贡给中
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不晚于1926年1月13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 －1927)(上)，第18页。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1925 年 8 月 21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
革命运动》(1920 － 1925)，第 6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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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多次言及这一计划。1926 年 2 月 11 日，加拉罕提出掌控冯玉祥军队的办法，先打入革命干
部，通过干部在军队中的活动，将冯玉祥的国民军改造成“一支确实能成为真正革命军的军
队”①。2 月 17 日，共产国际对中共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即一方面要维护国民政府的军队，但
“同时又应该在军队本身底内部关系(它的编制、挑选、和改造干部、严正的组织政治工作)，以
及在其与经常或临时驻扎区域的民众之相互关系上，进行革命化底最坚毅的和坚决的工

作”②。显而易见，莫斯科的指示并非要中共削弱和瓦解国民党的军队，而是要渗透并改造其
军队，保证其军队的“革命性”。1926 年 12 月，布哈林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此有过明确表述，

称“我们不能瓦解军队和政府。我们的政策是不断地设法夺取军队、政府及各省和中央国家
机关中的阵地”③。

国共分裂前夕，共产国际不断指示中共，要求加强“兵士运动”，试图从“明”、“暗”两个方
面操控国民党军队。1927 年 1 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应该十分重视在广州军队中开展政治
工作，要派遣优秀分子去做这项工作”;与此同时，“党还应该争取在组织广州政府同反革命作
斗争的工作中由党员来掌握指挥岗位”。④ 稍后，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中，也指出
党在军队中的基本任务之一便是秘密掌握指挥职务，并且提及“目前我们在各部队中有近 500

名同志担任下级指挥员和几十名同志担任中级指挥员”⑤。1927 年 3 月，俄共政治局会议进一
步决定，“必须坚决加强提拔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担任军队、军校、重要军事技术等部门干
部职务的工作”;“必须加强军队中国民党支部和共产党支部的工作，凡是没有支部、能够建立
支部的地方都应建立支部;凡是不能建立共产党支部的地方必须通过秘密共产党员开展强有

力的工作”。⑥ 可以看出，秘密渗透入国民党军队，并试图掌控武力，是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和
中共的一个持续性努力。

后来的诸多回忆也证实了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确实进行过“运动”工作。曾担任国民革
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的萧劲光回忆，当时有规定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军事指挥官，部队中不

许中共设党支部，不许发展党员，主要的任务是宣传和政治工作。但事实上，师部里有中共秘
密支部，也秘密发展了一些党员。⑦ 可为佐证的是，1927 年 3 月，布哈林谈到，“我们党的同志
和部分国民党左派在工农当中以及在军队中的工作已有很大的加强。他们采取各种方法，公
开地和隐蔽地，通过共产党支部或通过人们不知道的所谓的‘共产党的秘密党员’进行工
作”。⑧ 对于秘密党员的能量，中共及苏俄方面是颇为自信的。鲍罗廷就宣称“如果我们能建
立 25%的左派，那么胜利就有保证。如果我们能以军队中 25%的左派为基础，那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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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 年 2 月 11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6 － 1927)(上)，第 82 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1926 年 2 月 17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第 23 页。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26 年 12 月 1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
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 － 1927)(下)，第 22 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1927 年 1 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
国民革命运动》(1926 － 1927)(下)，第 88 页。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7 年 1 月 21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
命运动》(1926 － 1927)(下)，第 95 页。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 89 号(特字第 67 号)记录》(1927 年 3 月 3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
命运动》(1926 － 1927)(下)，第 135 页。
萧劲光:《萧劲光回忆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年，第 21 页。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1927 年 3 月 30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
国民革命运动》(1926 － 1927)(下)，第 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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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甚至自信地宣称，“毋庸置疑，这些军队的领导人已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处在国
民党左派和我们的影响之下”①。
当然，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活动并非一帆风顺，曾多次遭遇“清除”，但中共仍设法隐藏

下来了一部分力量。1925 年 11 月，在东征途中，蒋介石就要求中共交出在黄埔军校以及军队
中的党员名单。周恩来以事关重大，需请示中央为由，予以拒绝。② 1926 年 4 月，中山舰事件
后，蒋介石直接要求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退出，党代表必须纯粹由国民党员担任。已暴露身份的
250 多名党员撤出第一军及黄埔军校。这批人随后大都被派往第四军所属的叶挺独立团。③ 5
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进一步清理中共人员。即便如此，未
暴露的中共党员仍得以隐伏在军队中工作。黄埔军校里的中共党团核心成员饶竞群曾请示广
东区委，问:军校的共产党员如何处置? 周恩来和陈延年明确指示:“一个都不要向军校国民
党特别党部表态，未暴露身份的仍同以往一样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在该校各部门工作。”④到北
伐开始时，各军队中仍留存大量中共政工人员。当时军队中的“左倾”气氛也颇为浓厚。不
过，就总体而言，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运动”成效不容高估。国共分裂后，同情中共的将士
并不多，跟随中共干革命的除叶挺独立团外，更是绝无仅有，反倒是国民党将领一声令下，士兵

纷纷调转枪头，开启了一段“清共”的“白色恐怖”史。
中共本计划通过思想宣传、组织渗透等手段从内部控制国民党军队，可是以政工人员为核

心的“兵士运动”并不成功。究其原因，首先，应该与政工人员地位不高、影响力较弱有关。一
方面，虽然国民革命军仿照苏俄引入党代表和政工制度，但在权力分配上，党代表和政工人员

与军事长官并不对等。军事长官牢牢控制住军队的领导权，政工人员根本无力与之抗衡。这
与后来红军时代的文武关系绝然不同。另一方面，从信仰、感召力等精神层面看，他们也未得
到士兵的普遍敬重，甚至一度被唤作“卖狗皮膏药”的。可以说，国民革命军中的政工人员充
其量只是个“帮衬”的角色，对军队的实质掌控很有限。其次，国民党对中共介入军事极具戒
心，屡次在军队中“限共”、“排共”，态度强硬，也在相当程度上狙击了中共的企图。中共在开
展工农运动上风风火火，一个客观原因是国民党人对工农运动兴趣不大。鲍罗廷就曾指出，农
民运动之所以是中共主导，主要是“国民党从不具体关心农民运动”，国民党人自己不想去农
村，所以“关于农民有权组织起来的法令，至今只有共产党人在利用”。⑤ 但对军事武装问题，
国民党则对中共盯防严密。1926 年 8 月，鲍罗廷与蒋介石讨论两党问题时就发现，“一般问题
他能够从容不迫的谈论”，但谈到军队时，他把问题提得很尖锐，坚决要求共产党人退出黄埔
军校和军队。⑥ 除国民党高层外，一些中下层将领也对中共政工人员心怀疑惧。鲍罗廷曾谈
到，在军队中，共产党与旧军事指挥官多有摩擦，一方面是“老的指挥人员始终反对政治，特别
是反对共产主义政治”;另一方面，随着共产党人员在军队中增多，影响增强，一些党员“没有
分寸”，看到一些指挥官的盗窃、玩忽职守行为，“他们不能保持沉默”，因此时常发生冲突。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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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 年 2 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
－ 1927)(上)，第 120 页。
《周恩来年谱》，第 86 页。
《周恩来年谱》，第 95 页。
《周恩来年谱》，第 96 页。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 年 2 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
－ 1927)(上)，第 126 － 130 页。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联系会议记录》
(1926 年 8 月 20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 － 1927)(上)，第 4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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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廷批评政工人员太直率，至少是没有足够的经验去“玩弄权术”。① 其实，不论政工人员是否
会“玩弄权术”，一旦介入军队，有分享权力的企图，多半会遭致武人的抵制。此外，两湖工农
运动“过火”，导致国民党将士，尤其是中下层军官对中共心生恶感，亦属事实。夏斗寅、许克
祥反共就与工农运动“过火”有直接关系。

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中共既没有金钱组建自己的党军，又不能与国民党公然对抗，采取

曲折迂回的“兵运”方式，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不能因其成效不彰而忽视其历史存在。
除“兵士运动”外，中共另一个应对策略是试图借助工农运动来挟制国民党军队，使其保

持“左倾”。早在 1923 年 5 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支持孙中山的军事行动时，便要求在军事占
领区开展农民运动及其它革命活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孙中山的革命军队取得胜利，
才能保证得到农民的支持，并扩大反帝革命的基础”。② 共产国际的指示已隐藏着借工农运动
影响军事的意图。待北伐推进，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不断膨胀，中共更是持续强调民众运动要跟
得上军事发展。1926 年 11 月，陈独秀在《向导》上撰文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民众
运动发展之速度，远不及军事的发展;这种状况若继续下去，很容易使军事势力右倾，甚至于离

开民众，形成新的军事独裁政治”。因此之故，陈独秀疾呼武力必须受民众和党的制裁。③

1926 年底，中共中央再次指出，“军事发展太快而民众运动的发展不能相应”，担心军强民弱，
“不足以保证军事力量不致右倾”。稍后，中央制定工作任务时，第一条便规定:“努力发展国
民政府势力所到地方的民众运动，使之能与军事势力的发展相应，能影响军事势力左倾”。④

与此同时，负责上海工作的罗亦农对“一切革命运动都以军事为中心”的状况表示担忧，并指
出若革命中“只看见军事领袖而不易看到民众的领袖”，那么就很容易发生军事领袖“操纵一
切党务、政务的现象”。罗亦农提出的解决之道，与中央的方针基本一致，也是强调“使民众力
量之发展，赶得上军事力量之发展”，以此迫使军事领袖“不敢抱武力独尊之谬念而轻视民众
运动”。⑤ 此种试图以民众运动抑制武力的观念，也为张太雷所认同。1926 年 10 月，他也号召
猛烈发展民众力量，让武力屈服于民众，使之成为民众的武力。⑥

在具体方法上，中共也有一套借群众制衡军事的举措。“四一二”政变前夕，罗亦农在上
海的工作部署最能体现“以民驭军”的构想。1927 年 3 月，在上海区委会议上，罗亦农指示各
劳工团体准备慰劳北伐军。而慰劳的目的是试图感化士兵，使士兵不遵将命，不去做压迫工农
的事。罗亦农相当乐观地估计，“北伐军一到，各慰劳队都分期前往慰劳，导以军乐，携带食
品，整队跑到军营里面，做各种联络兵士、宣传兵士的工作，使各军队官长将来不能随便指挥兵
士做反革命、压迫工农的战斗。”⑦4 月 6 日，蒋介石全面清共在即，罗亦农虽然已预见到武装冲
突，但其应对手段仍是“群众运动”，期望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手段来应对军事压迫，仍旧
组织民众去军队宣传，与士兵谈话，冀望“兵士将来不受上级命令而打工人”。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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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 年 2 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
－ 1927)(上)，第 137 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1923 年 5 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
料选辑》(1917 － 1925)，第 457 页。
陈独秀:《革命与武力》(1926 年 11 月 25 日)，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 4 卷，第 163 页。
《中央局关于全国政治情形及党的策略的报告》(1926 年 12 月 5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册，第 372、379 页。
罗亦农:《最近政治党务的概况及今后上海工作进行之方针》(1926 年 12 月 18 日)，《罗亦农文集》，第 209 页。
张太雷:《武汉攻下后之国内外形势》(1926 年 10 月 1 日)，《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250 页。
罗亦农:《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1927 年 3 月 15 日)，《罗亦农文集》，第 274 页。
罗亦农:《目前时局与我们的策略》(1927 年 4 月 6 日)，《罗亦农文集》，第 3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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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从底层兵士着手，向其灌输革命义理，造成士、将分离，将兵士导向革命;另一方
面，挟民众以反制军队，借群众的声势迫使军队左倾。这是中共军事应对的两大举措。而实际
的历史表明，军队并没有中共想象的那么容易分裂，民众运动并不能给军队多大压力，军队对

民众的威力多无所顾忌。1926 年 9 月，张太雷就发现，“本来明白民众重要的军人与党员就很
少”，北伐军攻下武汉后，“一般党员与军人轻视民众之倾向不免因此更甚”。① 这一段观察很
好地提示出，北伐的胜利，不仅未能加强工农在武人心中的地位，反而使二者冲突加剧。10 月
间，张太雷更是注意到武力试图驾驭民众的现象，并预感到“此等武力的势力已有长足的发
展，自己势力愈大则愈易轻视民众，因此民众运动愈有受抑制的可能”。② 当上海、武汉先后宣
布清共，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压制工农，此前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很快便偃旗息鼓。中共原
本设想“以民驭军”，而最终结果却是国民党“以军压民”。

四、革命武装的理论与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很快组建起自己的部队，且日渐呈现出鲜明的特色。过往研究者多从
“八七会议”说起。事实上，中共建军的一些原则和别具一格的组织制度，多在国共分裂前已
萌生。“八七会议”后，中共革命固然有转向“枪杆子运动”的趋势，但决非“另起灶炉”。厘清
大革命时期中共关于部队建设的构想，有助于认清中共军事制度的源起流变，同时也可借此观

察 1927 年前后中共革命的连续性。
五卅运动前后，苏俄开始提醒中共注意军事。1925 年 4 月，苏俄“为了领导中国的整个军

事工作”，在北京成立了由加拉罕、格克尔、沃罗宁组成的专门工作中心。③ 8 月，苏俄向中共发
出了关于“组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正式指示。9 月，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成立军
事部，成员有张国焘、王若飞、任弼时。机构初成立时，主要负责人张国焘正忙于工农运动，所
谓军事部仅是一个空架子。直到 1926 年初，才真正开始运转。④ 当时军事部处于秘密状态，
共产国际曾特别指出，军事部的工作无论对内对外，“都应当坚持极严格的秘密活动原则”，甚
至要求地方军事部人员，只应知道自己的直接领导人，“不应了解整个军事组织系统”。之所
以如此谨慎，主要是为了避免国民党的疑忌。
在创建军事机构前后，苏俄曾给中共关于组建军队的指示和建议。以后见之明观之，那些

意见极具前瞻性，可说其奠定了中共后来颇具特色的军事制度之雏形。
先是 1925 年 7 月 21 日，瓦西里耶夫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专门谈及革命武装。瓦西里耶夫

首先建议建立工人武装，“最好按企业组织工人部队，以便使每个企业都拥有独立完整的战斗
单位”;认为“工人部队是革命军队最可靠的核心”;“革命军队的军政干部都将从工人队伍中
选拔”。其次，瓦西里耶夫指示以村为单位组建农民部队，各村联合困难时，负责人应当定期
举行会议，交流经验。他认为，虽然这些农民起初不适合正规军生活，“但在武器装备非常有
限的情况下，一旦部队进行动员时，他们能够维持乡村的内部秩序”。此外，他还特别指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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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武汉攻下以后》(1926 年 9 月 8 日)，《张太雷文集》，第 219 页。
张太雷:《武汉攻下后之国内外形势》(1926 年 10 月 1 日)，《张太雷文集》，第 250 页。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第 1 号记录》(1925 年 4 月 17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0 － 1925)，第 604 页。
黄华:《中共中央军事部到底是何时成立的》，《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第 87 －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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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政治方向特别重要”，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农民协会等相应委员会。①

1925 年 8 月 21 日，共产国际东方部再次就军事工作给中共发出指示，建议首先成立军事
部，同时特别强调“委员会应当把军事部的任何摆脱其监督的倾向，哪怕在很小程度上的这种
倾向，制止在萌芽之中”;具体工作上，除开展“兵士运动”外，还要积极组建农民游击队和工人
战斗队、纠察队等。关于部队的领导问题，再次强调不能使部队摆脱相应的组织关系，且举出
其它国家的教训，称:“应当很好记住各国纠察队和部队的经验，在各个国家，‘战斗队伍’哪怕
稍许摆脱党委的直接有力领导，它们就会很快堕落成为无政府匪帮。”②

可以看出，苏俄对中共军事工作的指示，着重强调两点:其一，工农武装，即以工农为基础

组建部队，尤其是建立地方游击队作为后备军，一方面可补充正规军，一方面可维持地方秩序;

其二，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反复提醒要注意部队的政治方向，强调党组织的控制力。当时中
共不掌握军队，苏俄的建议似乎言之过早，但国共分裂后，红军的组建与发展却基本上是依据

这两个原则进行的。北伐时期，苏俄虽然没有大规模资助中共建立正规党军，但给中共提供了
有关军队建设的“思想武器”。就革命历程而言，“思想先行”有深远意义，后来红军之所以没
有“堕落成为无政府匪帮”，与毛泽东等革命领导者吸取苏俄前期的指示不无关联。“党指挥
枪”的原则，并非毛泽东凭空创造。
北伐时期，编练农军曾是中共发展军事的一个设想。在搞农民运动时，为对付民团，中共

曾武装了一部分农民。1926 年 7 月，维经斯基就声言:“在军事事件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
“很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人将率领这支规模较大的农民队伍，并且一般说来他们在支持国民革
命军的同时，也还会拥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地位”。③ 毛泽东也曾力主建立农民自卫队，用武力
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④ 但这部分农民武装，一方面是名不正言不顺，得不
到国民党的认可，不可能向正规军转变;另一方面，因无财力支持，装备很差，根本难以与正规

军抗衡。⑤

中共最早直接掌握的部队，是周恩来在黄埔期间创建的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

士第，军事教官赵自选。部队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⑥ 1925 年 11 月，铁甲车队扩编成第
四军的叶挺独立团。团设党支部，连有党小组，党支部隶属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周恩来亲自
过问排以上的干部任免。⑦ 这应该是大革命期间，中共唯一掌握的正规军事力量，1927 年成为
南昌起义的主力军。相较于国民党军事力量借北伐之势迅速膨胀，中共的这一个团，经过北伐
后仍旧是一个团。鲍罗廷后来称，原本计划将叶挺的团扩成一个师或一个军，但后来“情况并
不妙”，“叶挺走的时候带来一个团，到达华中时还是一个团”。⑧ 鲍罗廷是 1927 年 10 月讲这
番话的，那时他正在为中国革命的失败做自我辩护，所以这个“计划”是否属于“事后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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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耶夫给中共中央的信》(1925年 7月 2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 －1925)，第 638页。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示草案》(1925 年 8 月 21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
革命运动》(1920 － 1925)，第 657 页。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信》(1926 年 7 月 18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
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 － 1927)(上)，第 348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202 页。
参见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 － 1927)，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501 页。
《周恩来年谱》，第 71 页。
《周恩来年谱》，第 86 页。
《鲍罗廷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的〈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27 年 10 月 23 日)，《联共(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 － 1927)(下)，第 4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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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可存疑，但中共没有能借机壮大“枪杆子”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蒋介石分共前后，共产国际已经意识到不论用何种方式实际上都难以控制国民党军队，鉴

于此，建立中共自己的党军便显得急迫而重要。1927 年 3 月 3 日，俄共政治局会议指示中共:
“在可能的地方着手建立特别忠于革命的部队。”①5 月 13 日，俄共政治局再次指示:“现在就
应开始组建 8 个或 10 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②5

月 30 日，俄共政治局重申，“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
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现在还不晚”。虽然宣
称“还不晚”，但莫斯科也意识到“这是很困难的事情”。③ 6 月 5 日，当武汉方面出现军人镇压
工农时，罗易建议，“立即派 200 名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去领导农民起义”;“保证武装农
民。武器可以向民团购买，甚至可以收买一些军队”;“立即扩充在我们控制下的部队的人数”。④

对于苏俄的指示，陈独秀在 6 月 8 日回应称:“由工农组成新的军队当然很好，但存在一些
困难。现在我们应当进行谈判，同军阀进行接触。我们不能同这些将领断绝往来，因为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⑤陈独秀的这一番话，长久以来被当作其“不敢发
动工农”、“放弃武装斗争”等“右倾”的证据。事实上，当时武汉国民党军队已虎视眈眈，中共
既缺资金又无武器，要在强敌环绕下筹建部队，无异痴人说梦。6 月 26 日，鲍罗廷在中共政治
局会议上坦言:“现在武装工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⑥其实，连斯大林也预感到中共在短时间
内不可能组建起与国民党抗衡的部队，认为中共必将引颈受戮，他说:“我不认为，退出国民政
府和国民党就可以改善共产党的处境和‘使他们站稳脚跟’。相反，退出只会便于屠杀共产党
人，造成新的分歧，可能还会造成某种分裂，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反正最终我们还得走上这

条道路。这个时期需要经过，而且必须经过。”⑦

从中共建立起，苏俄就介入并指导中共革命，历经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前后约有 6 年左右
的时间，在此期间，苏俄虽下达过与军事相关的指示，亦有过零碎的尝试，却不曾积极帮助中共

建立自己的正规武装，等到国民党军队剑拔弩张时才仓促应对，已经太晚。检讨中共在大革命
时期的军事活动，可以说在“坐而论道”上内容丰富;在“起而行事”上明显不足。

五、艰难的转向:“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语境及遭遇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紧急召开“八七会议”。“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也由此而生。史家

79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 89 号(特字第 67 号)记录》(1927 年 3 月 3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
命运动》(1926 － 1927)(下)，第 135 页。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 102 号(特字第 80 号)记录》(1927 年 5 月 13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
革命运动》(1926 － 1927)(下)，第 252 页。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07 号(特字第 85 号)记录》(1927 年 6 月 2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
运动》(1926 － 1927)(下)，第 299 页。
《罗易就湖南局势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 年 6 月 5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6 － 1927)(下)，第 305 页。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 年 6 月 8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 － 1927)
(下)，第 309 页。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会议》(1927 年 6 月 26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 － 1927)(下)，第 360
页。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 年 7 月 9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 － 1927)
(下)，第 4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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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将此次会议看作中共走向武装斗争的标志。从大处看，这一判断并不为错，但省略了许多历
史细节。中共党人接纳“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其实是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绝非毛泽东
登高一呼，便全党影从。对“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强调与诠释，与毛泽东日后的成功有密切关
联。若重返历史现场，“八七会议”后的毛泽东，不仅没有因提出“枪杆子”理论而“发达”，反
而“因言受累”。①

出席“八七会议”并发言的代表中，国际方面有罗明纳兹;中共方面有李维汉、毛泽东、邓
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瞿秋白等。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人员的发言记录稿中，只有毛泽
东着重提到了军事问题，其他代表的发言，大都是批判以陈独秀为首的领导层之一般“右倾”
错误，对军事武装几无关照。在当时与会代表中，毛泽东的地位并不高(中央候补委员)，瞿秋
白、李维汉、蔡和森、罗亦农等人的地位均在毛之上。或许是人微言轻，毛泽东的“枪杆子”理
论并未得到响应。据陆定一回忆，“会议对武装斗争的路线问题并没有认真讨论过”，虽然提
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但“实际上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武装斗争上面”，“党
内多数领导人也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②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军事工作一直处于“喊
口号”阶段。全党同志的目光仍聚焦在工农运动上。1928 年 7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虽然表示要准备武装起义，但仍强调发动群众才是工作重心，明确指出“暂时武装起义在全国
范围的意义，还只是宣传口号”③。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奉命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关于此次暴动，既有的研究多关注毛
泽东与中央战略路线的分歧———即攻打大城市还是转向农村。这一分歧的背后隐藏着不同的
革命观念。在毛泽东看来，要发动暴动，单靠工农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
助”，他直言:“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护或去夺取，这是自欺欺人
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
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④毛泽东的此番言论与在“八七会议”上的主张基本一致，是
把“枪杆子”当作革命的主要力量。可作比照的是，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央总结教训，虽然认可
军事暴动有一定的意义，但同时也明确指出，“叶贺军队的革命战争，不过是全国民众暴动中
的一个强大的副力”，“革命的基础力量始终并不是叶贺的部队，而是工农群众”。⑤ 革命是依
靠工农群众还是职业革命武装，毛泽东与党中央已隐然不同。
毛泽东将革命推向“枪杆子运动”的主张，遭致了党内相当多的批评。1927 年 8 月 22 日，

在湖南省委会议上，就有人注意到“枪杆子”理论同中央的意见相左，称“中央的意见是纯粹依
靠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⑥;毛泽东的主张显然是将其倒置过来了。就依靠何种力量
发动秋收起义，在湖南省委会议上有过激烈的争论。省委书记彭公达就强调不能把军队当作
暴动的主要力量。在彭公达看来，“军事工作的主要意义是破坏敌人的军事组织”，并不是去
建造自己的队伍。⑦ 彭公达的意见得到相当多的支持，与会者就暴动是依靠军队为主还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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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一时期毛泽东与中央的争论，可参阅王明前:《土地革命早期“抓枪杆子”与“抓群众运动”问题的争论》，《党的文
献》2010 年第 6 期，第 69 － 76 页。
陈清泉整理:《八七会议的是非功过———陆定一谈中共党史》，《中共党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81 页。
《政治决议案》(1928 年 7 月 9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年，第
180 页。
《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 年 10 月 8 日)，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第 113 页。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1927年 10月 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 331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第 212 页。
《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 年 10 月 8 日)，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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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农民为主一度争执不下，最后勉强达成“农民力量与军事力量要占一个同样的地位”的
结论。
中共中央也严厉批评毛泽东依赖武力的观念，指责暴动“这样偏重于军力，好像不相信群

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① 1927 年 10 月，秋收暴动失败后，中央改组湖
南省委，更是大力清算那种“认为农民暴动必须有大的武力的掩护，然后才能普遍的发展农民
的运动”的观念。批判的矛头正是指向毛泽东所说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② 1928 年 2
月，《中央政治通讯》上发表关于湖南工作的决议案，再次点名批评毛泽东的单纯军事主张，强
调群众斗争的重要性。③ 此后不久，毛刚当选不久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亦被拿掉。可以说这一
时期，毛泽东因“枪杆子”理论在党内相当孤立，且遭受着不小的压力。直到 1936 年，毛与斯
诺在延安交谈时，犹记“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④。再到 1965 年 5 月，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回首当年往事，对瞿秋白指责其“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话仍未能释怀。⑤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反复强调暴动不要依赖军事。1927 年 11 月中央通告指出，暴动
若是专靠武装力量，而不发动群众，便是军事机会主义之第一种。⑥ 12 月，中央给朱德去信，强
调军事是暴动的副力，称“工农暴动的主力必须是工农群众自动起来的武装，没有工农群众广
大的参加，专靠一部分的变兵，或已拿着几杆枪的武装队伍，工农暴动不会发动起来的”。⑦ 在
一般的认知里，暴动应当与军队、枪杆子相联。但那时中共关于暴动的构想，却是百姓为先，军
事其次，强调工农群众的主体性，认为军事只是一个辅助力量。在中央看来，“如果一说起暴
动，便只想着军事行动”，那是国民党式的旧观念，是机会主义的余毒。⑧ 如李立三就认为“暴
动是群众创造的艺术，没有群众便无所谓暴动”。他对那种“注全力于军事组织”的做法相当
不满。⑨ 1928 年 3 月，广东省委对海陆丰地区的指示，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共对
“兵”、“民”在暴动中的认知。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成立后，因敌人围剿，故对红军依赖很大。但
广东省委认为应当引导农民自己动手，不能等待红军来解放，明言:“战斗时绝对不许以红军
为主力，亦不许有一点养成群众依赖红军的错误宣传”，为发动群众参与暴动，竟而痛批“红军
为民众的救星”这种标语。瑏瑠 同年 6 月，湘南工作决议案也明确指出，“对朱毛部队不应有过高
的希望”，要打破群众等待红军的观念，“尽可能的开始农村暴动”。瑏瑡

中央在较长时间内并没有把正规军建设提上议程。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
初也未入中央法眼。据郑超麟回忆，最初中央对偏远的红军不感兴趣，认为没有前途。瑏瑢 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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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1927 年 8 月 23 日)，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第 21 页。
《湖南紧急会议决议案》(1927 年 9 月)，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第 135 － 147 页。
《湖南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1928 年 2 月 21 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 79 页。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 年，第 142 页。
汪东兴:《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欧阳淞、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2 册政治卷下，济南:济南出版社，
2012 年，第 136 页。
《中央通告第十六号———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与意义》(1927 年 11 月 18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
库·党的系统》第 1 卷，北京、南昌: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90 页。
《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1927 年 12 月 21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第 1 卷，
第 141 页。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1927 年 11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第 432 页。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第 353 页。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海陆丰失败的教训和继续暴动的策略致东江特委信》(1928 年 3 月)，《海陆丰革命史料》第二辑，第
2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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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 7 月，中央给鄂东北特委的信，仍认为城市是中心，“在城市工人中建立一个支部，比在
农村中发展几支枪，发展几十个同志都要宝贵”①。直到 1930 年以后，中共在上海等大城市的
基础完全丧失，而苏区不断壮大，最后连中央也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迫迁入苏区后，中央的工作

重心才由群众运动转向军事武力。②

需要指出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注重“枪杆子”的，并非毛泽东等少数人。虽然中央屡
次要求基层党组织搞独立暴动，不要依赖军事，但中央的反复强调，恰恰反证了基层党组织和

群众对“枪杆子”的看重。地方党员直面敌人的真枪实弹，其认知自然不会像中央那样不切实
际。他们对军事有着强烈的期待。当然，一般地方领导者并没有把“枪杆子”问题提到夺取政
权的高度认知。他们对“枪杆子”的注重更多是出于切身的对敌经验，甚或是“保命主义”。
1935 年，方志敏在狱中撰写回忆录，谈及“左”倾盲动时期，“立三路线开始传到赣东北时，我们
曾经开会坚决反对过，认为是错误”，但后来中央决议来了，“大家才不敢说话”。方志敏反省
到，“我们反对那种错误”，但“都不能从理论上圆满地说明其错误的性质、由来与危险，不过多
半是觉得实际上行不通罢了”。③

六、结 论

中共早期因师法苏俄和接受苏俄“先党后军”的指示，未能积极注意军事，待北伐推进，国
民党武装坐大，中共方感受到危机，开始关注“枪杆子”问题。然而，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且
因人力、财力不济，中共始终难以直接组建自己的党军。这一时期，中共的革命重心放在党的
组织宣传和动员民众上。两党分裂时，掌控武力的国民党快速占据优势。从短期看，中共因忽
视军事而遭致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后来的起死回生也是多数人不曾预料的。正如曾在中国
工作过的伊罗生所言:大革命时期，中共因受国民党的保护，获得了真正发展群众运动的机会。
但“共产党人却变成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具。作为工具，他们此后不过是为蒋介石做嫁衣裳”。
中共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太沉重。④ 但从革命长程观察，中共注重组织、宣传和群众运动实际具
有全局性的意义。后来被誉为中共革命“三大法宝”之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三者
中，至少有两大法宝是在陈独秀时期奠定的。或许正是因为早期没有直接掌控枪杆子，集全力
于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从而为后来的革命打下了牢靠的基础。若以 1927 年为视点，苏俄的
“先党后军”路径显然是中共早期革命顿挫的要因;若以 1949 年为视点，则苏俄的“先党后军”
路径又似乎是中共革命最终成功的不二之途。
(本文承蒙王奇生老师、谢维老师指点，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 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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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给鄂东北特委的指示信》(1929 年 7 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1990 年，第 365 页。
杨奎松也有类似的判断，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 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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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and also regulates the civil judges’interpretation of the civil la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itution and civil law in China has been discussed from two perspectives: norm and practice．
While the former i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the relation of the consti-
tution to civil law in legal system，the latter is about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in civil legisl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to civil judicatur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civil law is alway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stitution． Through the analyses of exemplified cases we may better un-
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in carrying out the constitutions in China and Germany，and may more
clearly see that civil law in China is never actual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stitution，but it
should be in the trial of cases．

The Party prior to the Army:“Gun Barrel”and the CPC in Its Early Years
ＲEN Wei

Modeling itself on Soviet Ｒussia and accepting the principle that“party takes priority over army”in
the early year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failed to build up its military force． Not until
the military forces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were growing stronger dur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did
the CPC realize the crisis to be imposed on，and began to take into serious consideration of the gun-
barrel issue． Being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Nationalist Party，however，the CPC was unable to form
its own army，and non-systematic efforts in this respect amounted seemingly to almost nothing． Nev-
ertheless，there appeared，in this attempt，profound realization and conception concerning commu-
nist military forces． Although the CPC suffered a devastating frustration due to its neglect of militar-
y，its capability in organization，publicity，and mass mobilization developed in the past turned out
to be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long run． The foundation of two of the principles that have been later
hailed as the three magic weapons — united front，armed struggle and party building — was laid
down during the period of Chen Duxiu’s leadership． Observed from the unfavorable situation in
1927，the model of“party takes priority over army，”introduced from Soviet Ｒussia，was obviously
the number one criminal for the setbacks suffered by the CPC in its early years． When observed
from the favorable situation in 1949，however，the model seems to be one and the only way to the
CPC’s ultimate victory of revolution．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War and Ｒevolution: A Study of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Ｒe-
gions
WANG Long-fei

Elementary educ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
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base area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teaching staff is un-
doubtedly at the core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Ｒequired to be professional，the teachers should be
politically more correct when viewed from the unique context of the CPC base areas． Necessary to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is the enlightenment and education of the rural youth so that they would take
part in． Unfortunately，not all rural youth were enthusiastic of receiving an education，making the
mobilization of students a challenging task for the Party． In addition，education policy in the base
areas had to be modified on occasions，to accommodate the conflicting demands of pedagogy，revo-
lutionary ideals and the real life in rural areas． Seen in this light，education was no different from
other departments and professions in the base areas，being a functioning part in the machine of rev-
olution． Being subordinated to the revolution meant that education was promoted only in servi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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